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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
＊

宁　　

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

欣

唐德宗建中元年 （７８０）开始实行的 “两税法”，作为唐中后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财税改革为研究者所推重。同样是德宗朝，因对藩镇用兵，“京师帑廪不支数月”，① 军费窘迫，

继两税法之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却不仅受到朝
臣反对，也遭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城市居民反对，甚至 “泾原兵变”的叛兵也以废除新举措为号
召赢取民心。“税间架”、 “借商钱”与 “宫市”被宋人视为德宗朝弊政 “最甚”者，② 指斥为
“自虐其民，暴敛之害，甚于寇盗”，③ 与 “两税法”的评价俨然有天壤之别。④ 唐中后期的财政
改革，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等朝是比较重要的时期，因而也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被冠以
“理财家”头衔的有第五琦、刘晏、杨炎、李巽、裴垍等；而本文论及的德宗朝新举措，建议和
推行者如卢杞、赵赞等，则是作为强征暴敛的负面形象出现的。

“两税法”得以顺利推行，而本文论及的新举措却未能善始善终，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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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唐五代宋初城市社会中下阶层研究”（１０ＢＺＳ０５７）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资助 “笔记小说与隋唐五代城市研究”（ＳＫＺＺＹ２０１４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
的宝贵意见。
《旧唐书》卷１３５ 《卢杞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７１５页。
《新唐书》卷２００ 《儒学下·陈京传》“赞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７１７页。

范祖禹：《唐鉴》卷６ 《德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９页。

唐代财税制度的变化及其改革，陈寅恪、杨联陞、唐长孺、汪篯等先生，以及陈明光、吴丽娱、李锦
绣、俞钢等学者都对此进行过探讨，可参见胡戟主编 《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本文涉及的唐德宗财税新举措，目前尚未见专论，一般被研究者纳入 “杂税”

类。刘玉峰 《唐德宗评传》（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对唐德宗的 “贪财聚敛”有涉论，但角度与本
文不同。张泽咸研究员在研究唐代赋役制度时，认为五代时的屋税和德宗时的间架税，基本原则相同，

但在 “史书上看不出渊源关系”。（氏著：《唐五代赋役史草》第５章第２节 “杂税”，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４页）吴丽娱专门讨论了五代的屋税蚕盐，及与本文涉论的 “间架税”的关系。（氏著：
《五代的屋税蚕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０—１８３页）陈寅恪先
生提出 “唐代之新财政制度”（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 “财政”，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

第１６０页）的 “南朝化”问题，学者们的延伸讨论涉及：资产定税，加大对工商的征税等。唐代城市
税收研究可参见林立平 《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而宋史学者
对城市税收的研究逐渐深入，对研究唐代城市税收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非常有帮助。可参见包伟民
《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作者对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主要由中日学者开展的宋代
城市税收研究的学术史有详细梳理和分析；第４章 “城市税制”，对宋代城市税收有详细论述。也可参
见包伟民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汪圣铎 《两宋财政史》（上）（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５年）。



如何评价这些新举措？新举措虽然夭折，但此后由唐到宋的财税体制和财税结构的发展趋势是
否与此有关？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新举措的缘由、内容与结局

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藩镇相继叛乱，朝廷连年用兵，财政窘迫，掌理财政的
官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城市居民中的富人、商人、有产者进行征敛，甚至不惜开发新的税种。

新旧 《唐书·卢杞传》详细记载了德宗建中年间推出急征暴敛的财税新举措，以及遭到城市居
民甚至藩镇的抵制、反抗，最后惨淡收场、推行者身败名裂的全过程。

建中三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太常博士韦都宾等建议并推行急敛措施。① 措
施之一，凡财产超过万贯之家，万贯以上的部分都要被 “借”做军费，针对的是 “泉货所聚”

的富商大贾之家产。② 在强征过程中，因督责颇峻、搜校甚急，有 “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
被贼盗”。措施之二，“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针对的是从事商业经营的
主体和实物。能够经营和囤积的主要是富商大贾，也包括不少权贵，亦属于借商性质。长安商
人为此而集体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卢杞试图 “慰喻”，但无法阻止愤怒的
人群，只得狼狈 “疾驰而归”。德宗被迫下诏 “罢之”，但军费短缺问题仍迫在眉睫。

建中四年六月，赵赞又推出 “税间架”和 “算除陌”两项举措。 “税间架”相当于房产税，

因当时条件所限，仅在京师地区推行，针对所有房屋所有者，规定 “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
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吏员入户核查，严惩隐瞒者，鼓励揭发。“算除陌”

规定：“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
之。”属于交易税，涉及所有的商品买卖，禁止私下交易，违者重罚。 “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
多隐盗”，“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除陌法，因主人与市牙上下其手，“公家所入，百不得
半”，“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而所得不足给师”。征敛所得，远远低于预期值。③

当时人都将因推行财税新策而引发动乱的矛头指向卢杞，赵赞因提出建议和积极推行也牵
涉其中。据 《资治通鉴》记述，最早提出借商建议的应该是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杜佑时任
判度支，遂积极推行。④ 赵赞则属于后继者，因此成为新举措推行失败的主要责任人。⑤

此外，赵赞还陆续建议推行以下措施： （１）建中三年 “请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

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

以充常平之本”，⑥ 但因 “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结果是赵
赞自认不妥未实行。（２）建中四年六月，“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诏从其说。赞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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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德宗朝这次推行 “借商”的实际主持者是杜佑，参见张剑光、邹国慰：《简论唐代中期
赵赞的理财》，《思想战线》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类似措施前朝已有，《隋书》卷２４ 《食货志》载：“（北齐）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与无限，加之旱
蝗，国用转屈。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６７９页）此后历朝也因
应急而行，但名目不一。唐代始见于肃宗，肃宗以后往往作为临时救急的重要举措。
《旧唐书》卷１３５ 《卢杞传》，第３７１５—３７１６页；《新唐书》卷２２３下 《奸臣传下·卢杞传》，第６３５３页。
《资治通鉴》卷２２７，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７３２５—７３２６页。

关于赵赞的具体评价，可参见张剑光、邹国慰：《简论唐代中期赵赞的理财》，《思想战线》１９９８年第３
期。德宗建中年间还有其他的临时增税和征敛举措，如建中三年效仿淮南节度使增收各道田税，加收
盐钱，税茶等。本文没有面面俱到，只是围绕卢杞、赵赞等的举措择要而论之。
《旧唐书》卷１２ 《德宗本纪上》，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① （３）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弥补常赋不足。②

这三项措施，第一项征收对象是交易中的商货和有交易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项征收对象
是有田者，根据占有的田亩征税。这两项德宗虽然已经首肯，但赵赞在权衡利弊后，没有推行。

第三项铸大钱的举措，肃宗乾元年间第五琦已经推行过，但不成功，反而受到贬黜远州的处
罚。③ 赵赞这次铸大钱的结局和评价尚未见记载，但由于泾原兵变，赵赞很快被贬，应该也没有
推行。这三项都没有实际推行，那为何最受诟病的前四项却能强行推行呢？

四项实际推行的举措，主要在京畿地区，④ 但涉及面非常宽泛，几乎与所有的城市居民有
关，既得利益集团也受到严重损害。

财税新举措中的借商和括僦柜质钱推行于建中三年六月，税间架、除陌钱法推行于建中四
年六月，当年十月即发生了 “泾原兵变”。起因是李希烈在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后，与缁青、成
德等藩镇联合反唐，围困襄城，唐德宗只好征调各道兵驰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所带士兵，冒
雨寒携家眷而来，但没得到希望的赏赐，骤然哗变，“‘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
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⑤ 德宗的宣慰、赏赐举措，仍然不能阻止叛兵对大内囤
积财物的垂涎，叛兵还对因惧怕而四处奔逃的居民喊话：“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
汝间架陌钱矣！”德宗遣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安抚叛军，其时叛军已列阵于大明宫正南门
丹凤门外，长安居民 “聚观者以万计”。⑥ 德宗慌乱中，出逃奉天 （今陕西乾县）。

兵变最终被 “勤王”的各路藩镇平定，德宗则在重臣陆贽反复劝谏和 “勤王”有功藩帅的
兵谏下，于奉天行宫颁布赦书，赦免除朱泚以外参与叛乱的所有将士，嘉奖勤王将士：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

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
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⑦

“士卒皆感泣”应该主要是指被赦免的叛军将士和定难功臣。联系前文提到的因各项新举措引发
的 “下民流怨”、“人心愁怨”等描述，“四方人心”也应包括因加征商税和间架税等临时性征税
的承受者，“停罢”这些税的受惠者更具有广泛性。德宗被迫将卢杞、赵赞等贬到远州，⑧ 宣告
了仓促推出的财税新举措彻底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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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８４ 《杂税》，第１５４５页。《旧唐书》卷４９ 《食货志下》、《册府元龟》卷８８４ 《邦计部·经
费》，都有记载。

参见 《唐会要》卷８９ 《泉货》，第１６２８页。
《旧唐书》卷１２３ 《第五琦传》，第３５１７页。

除了 《旧唐书》卷１３９、《新唐书》卷１５７ 《陆贽传》等记载，还可见赵元一：《奉天录》卷１，夏婧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２０—２１页。《奉天录》载 “三辅两畿”，可以理解为就是指京畿地
区。征收的地点，一是西明寺，位于长安朱雀大街街西延康坊西南隅，邻西市东南角；一是慈恩寺，

位于街东晋昌坊。两寺占地面积和寺院规模都比较大，作为临时征税的收纳场所，位置也比较合适，

尤其是西明寺紧靠西市，方便商贾缴纳税钱。但只是 《奉天录》有具体记载，其他史书未见。
《资治通鉴》卷２２８，德宗建中四年六月庚戌、冬十月丁未，第７３４６、７３５２页。另， 《新唐书》卷５１
《食货志一》云：“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是时，京师豪将
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第１３４７页）
《资治通鉴》卷２２８，德宗建中四年冬十月丁未，第７３５３页。
《资治通鉴》卷２２９，德宗兴元元年 （７８４）春正月，第７３９２页。
《旧唐书》卷１３５ 《卢杞传》，第３７１６页。



二、泾原兵变与财政新举措

泾原兵变的原因从表面看来是出征士兵希冀厚赐而不得，临时起意叛乱，似乎主将姚令言
并不知情，在百般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被裹挟参与叛乱。泾原兵对朝廷厚赐期望值过高，居然
携带家属邀赏，未达目的，悍然发动兵变，不仅冲进大内抢掠内库财物，还对朝廷财税新举措
指手画脚，喊出笼络人心的口号。其嚣张与跋扈，当然主要是由于中央对泾原的倚重，骄兵悍
将遂逐渐养成的事实，但背后似乎还有一层原因。以兴建超豪华中堂闻名的马璘镇守泾州八年，

姚令言是其亲手提拔的将领，几经周折终于接任泾原节度使。① 叛兵喊出有深度的安抚与鼓动民
众的口号，兵变后新举措在朝臣和藩帅的共同反对下被废止，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从举措的仓促推行，到一年左右戛然而止，至少可以获知三点重要信息：一是包括商人在
内的富人聚集了大量财富，反映了社会财富向富室商贾聚集和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二是以工商
业者为主的城市居民，② 用 “罢市”、“遮道”等方式表达了对这类 “额外”征敛的不满及怨讟之
情，而集体罢市、聚众遮道应该是有组织的行动。泾原叛兵进入京城的喊话，表明罢税已成为
关乎民心向背的重要问题。③ 三是城市居民邀拦宰执、集体罢市，没有受到制裁，朝堂内外也没
有对此予以谴责，反倒是泾原叛兵与百姓的诉求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但普通百姓的反对必定不
是朝廷改变初衷最重要的因素。

财税新举措的出台有多重原因，先剖析社会财富集聚这一层面。安史之乱后，“豪族”、“豪
家”财富的膨胀和向京城的集中有逐步加速的趋势。前文所举德宗朝实际推行的四项措施，针
对的群体、经营活动、实物及房产主要都集中在城市，而且征敛措施也主要在京畿地区推行，

就地取财可达到 “短平快”的效应。④

城市居民群情激愤，是否有幕后推手，难以查考。贵戚、宦官、节帅、安史之乱后新崛起
的军功贵族等同样是利益受损者。他们向京城聚集财富的速度非他人所及，兴修豪宅是其财富
集聚的重要表现和手段。⑤ 叛兵的口号正迎合了这些人的利益诉求。

其实，豪宅的兴建，太宗贞观时已然成风。⑥ 虽然玄宗时颁布的 《营缮令》对私修宅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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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拙文 《泾原与长安———马璘豪华中堂遭拆毁的背后》（《“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甘肃省泾川县，２０１５年８月），分析了泾原与中央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泾原节度使见于记载的有４１
人，其中忠于中央的有２５人。这２５人大多出现在代宗到宣宗朝，一般是从禁军将领和朝官中选任。他
们由内而外，内外交换，长安始终是他们的根据地，因此，在京城推行的各项措施都与他们息息相关。

本文用城市居民，而不用市民，是因为 “市民”或 “市人”的涵义在理解上可能会有局限性，城市居
民也包括 “城居地主”和外来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以及流动人口。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城市居民研究，

已有不少成果，恕不一一列举。

拙文 《中国古代市民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对唐朝 “罢市”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
期）专门讨论了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市人 （民）集体 “罢市”的记载逐渐增加，“罢
市”成为市人 （民）伸展民意、价值判断、政治取向的手段。文中也列举了市民为反对间架税等采取
的种种过激行动。可知，城市居民 （市民）反对间架税等举动并非孤立事件。

本文论及的财税新举措为何以京畿地区为主，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将另文展开论述。

荣新江在 《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一文中归纳了唐长安城内拥有甲第的主人：（１）皇亲国戚；（２）武将功臣；（３）新兴士人；（４）传统
士族；（５）地方节帅；（６）宦官中贵。

参见陈忠凯：《略论唐人宅第之营缮》，《碑林集刊》（八），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２９—１３５页。该文列举了从太宗到玄宗时期的甲第豪宅，兹不赘述。



了限制，① 但禁而不止，日渐炽盛。史称： “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
度。……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
‘木妖’。”② 可见安史之乱后，奢靡之风弥漫，尤其是权臣和军事贵族，在京城竞相兴建豪宅。

如李光弼、郭子仪、李抱玉李抱真兄弟、朱泚、张光晟、浑瑊、马燧、李晟、崔宁、王锷、韩
弘父子、马璘等，或出将入相，或控扼一方，或战功赫赫。很多节帅将京城宅第作为聚敛财物、

贿结朝中权贵、进退回旋之场所，居住的功能似乎反倒退居其次。

如崔宁，宅第在升平坊，位于东市正南，仅隔两坊之地。代宗大历二年 （７６７），崔宁被任
为西川节度使，“恃地险人富，乃厚敛财货，结权贵，令弟宽留京师。元载及诸子有所欲，宽恣
与之，故宽骤历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宽兄审亦任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③

再如王锷，牙将出身，德宗朝先后出任江州刺史、淮南副节度使、河中节度使、河东节度
使、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善于完聚，家财巨富。史载：

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
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
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其子王稷被安排在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
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惮清议。”④

平定泾原兵变和四镇连兵⑤的李晟， “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虽然占据长
安，但对李晟家属则 “善遇之”。⑥ 因此德宗财税新政与他们也有切身利益关系。叛兵安抚城市
居民的口号，也惠及驻守京畿地区的神策军将士。⑦

节度使在京城积累财富、兴修豪宅，德宗、宪宗都曾试图加以限制，出台了相应举措，但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德宗是以泾原兵变、四镇连叛、下罪己诏、废止间架税等为代价。

平定淮西等叛藩后，王锷已去世，但宪宗想借王锷家奴密告之机，收缴其在洛阳囤积的财物，

因裴度苦谏而罢。裴度的理由是：“王锷既没，其所献之财已为不少。今又因奴告检括其家，臣
恐诸将帅闻之，各以身后为忧。”⑧ 表达了对在外节度使的顾忌。

这种顾忌使藩镇节帅在京城的聚敛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宪宗时，曾针对方镇在京城聚敛积
钱愈演愈烈之风，明令禁止，史称： “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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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附唐令复原研究）》

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６７２页。
《旧唐书》卷１５２ 《马璘传》，第４０６６—４０６７页。王静在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
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人文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２期）一文中列举了５１位在长安城有宅第记载的方镇节
帅，从玄宗朝的杨执一到僖宗朝的朱玫，其中前２１位在玄宗到德宗时出任节度使。
《旧唐书》卷１１７ 《崔宁传》，第３４００页。王谠著，周勋初校证： 《唐语林校证》卷８载 “蜀相崔宁”，

注云：“蜀相即升平崔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３１页）
《旧唐书》卷１５１ 《王锷附子稷传》，第４０６０—４０６１页。王锷自德宗建中四年，因参与讨伐李希烈叛乱
有功，经曹王皋上表奏授，从军将骤迁江州刺史，参见 《资治通鉴》卷２２８，德宗建中四年三月戊寅，

第７３４２页。

四镇，即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成德李惟岳，联兵叛乱，并各自称王。
《资治通鉴》卷２３０，德宗兴元元年四月甲辰，第７４２２页。

不仅是将领，士兵的家口在长安也会有住宅，虽然不一定豪华，但如税间架，也是不小的负担。军人
可以免赋役，但房屋是不能免税的。
《资治通鉴》卷２３９，宪宗元和十一年 （８１６）十一月，第７７２５页。



少者不下五十万贯。”① 王锷前文已经论及，再看韩弘和李惟简的情况。韩弘，德宗、宪宗时任
宣武军节度使， “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
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专务聚财积粟……”后主动请留京师，才有所表示，“进绢三十五万
匹、絁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② 所供绢、絁、银器未必是个人私藏，但显然是由他掌控。

李惟简，德宗出奔奉天时曾赴难救援。德宗、宪宗朝，先为禁军军将，后为凤翔节度使，元和
时，因善于经营，“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③ 他们囤积在地方和京城的钱物，显然已经公私
打通了。

以节度使为首的有权势的军将在京师购置房产、并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成为一种风气，给京
城的房地产业、建筑业、商业和消费市场等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④ 类似王锷、韩弘、李惟
简这样的军将节帅很多，他们的财富可能多来自任职地方时的聚敛和赏赐，但均在京师安家、

购置房产，甚至经营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旧唐书》没有直接点名的应该还有很多。

泾原叛兵喊出的 “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表面是安抚 “狼狈骇走”的百
姓，以笼络民心，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利益集团对财税新举措的抵制态度。也正是因为德
宗财税新举措的夭折，导致了当时及此后的豪家有了更多聚敛财富的机会和空间。

此前，陆贽曾劝谏德宗应 “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
获宁，人心不揺，邦本自固”，已然上升到关乎 “人心”与 “邦本”的高度，无奈 “上不能
用”。⑤ 兵变平定后，德宗在多方压力下，被迫接受军事集团提出的废除税间架、僦质、加征等，

并将卢杞、赵赞等贬至远州，应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财税结构变动中的多方博弈

泾原叛兵的喊话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折射。两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
中央与地方财税分配矛盾的作用，但在安史之乱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商业繁荣、财富和人口
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下，京城成为各方博弈和争利的主要场所。有学者将这种博弈诠释为 “分
利共利”关系，认为 “中唐和宋代以后从制度上解决了国家和民间在财富分配方面的矛盾”。⑥

见仁见智，但促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用更长远的眼光分析德宗朝财税新措施的推行及夭折、

兵变事件中反映出的城市社会阶层变化，以及两税法前后多方利益的博弈问题。

国家与富民、国家与权贵争利的剧烈，正是源于不同利益集团面对社会财富结构变化后的
多方博弈。从国家和皇权的层面，有皇帝私人 “小金库”———大盈库、琼林库的设立，⑦ 有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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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会要》卷８９ 《泉货》，第１６３１页；《旧唐书》卷４８ 《食货志上》，第２１０３—２１０４页。
《旧唐书》卷１５６ 《韩弘传》，第４１３５—４１３６页。《新唐书》卷１５８ 《韩弘传》、韩愈 《唐司徒兼侍中中书
令许国公赠太尉韩公神道碑铭并序》（屈守元、常思春校注： 《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７９页）记载所献数目略有不同。韩弘，德宗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为宣武军留后，不
断升迁，多次表请入朝，并曾对宪宗表示愿意留居长安。
《资治通鉴》卷２３８，宪宗元和六年五月庚子，第７６８４页。

关于权贵兴建宅第对京城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影响拟另文论述，此处从略。
《资治通鉴》卷２２８，德宗建中四年八月，第７３５０页。《新唐书》卷１５７ 《陆贽传》，有详细记载。

参见黄纯艳：《“富民”阶层———解构唐宋以来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 “富民”阶层研
究〉读后》，《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不过，对 “富民”的研究，还有可补充的余地。
《资治通鉴》卷２２９，德宗兴元元年春正月丙戍：“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牓曰：琼林大盈库。”
（第７３９６页）



征商、借商①实为掠商的举措，有税间架、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针对不动产、动产
等的 “趋前”税种，有加大流通税 （关津、埭堰）、交易税 （除陌）等的征收。从权贵和地方藩
镇的层面，有窦乂和李晟这类以土地、房产换官职的官商交易，② 有安禄山 “分遣商胡诣诸道贩
鬻”、“岁输珍货数百万”的丰厚获利，③ 也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榷马、榷商、卖铁、煮盐，用牙
职与商人分利之举。④ 从商人和豪族富室的层面，有王元宝、邹凤炽这样的结交权贵、示好士人
的举动。⑤ 在多方争利的过程中，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城市居民经济利益受到侵犯时，只能采取
激烈的方式进行抗争，如前所述的自杀、拦路、罢市等。在争利与博弈中，上述所举并非都在
一个层面，场合和地域也有很大不同，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强势介入，往往起了决定作用。因此
形成相对均衡的局面还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过程。

在博弈过程中，可以看到京城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一是包括商人在内的 “富室”、“富民”

等普通城市居民在与官府争利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身的愿
望，促使城市社会阶层和群体出现新的变动和整合。二是安史之乱后军事权贵集团的崛起，其
中有神策军将领，也有可与中央抗衡或朝廷倚重维持均衡局面的雄藩强帅，他们纷纷向京城集
中，以此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果只关注如河北、淮西等强藩在地方上的强势与自大，

而忽略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在京城呼风唤雨、疯狂聚敛的事实，就不能全面了解京城社会的变
动。他们不仅始终关注京城的动向，参与京城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甚至影响和左右京城的形势。

如李抱真在平定泾原兵变后对德宗的上言，逼迫德宗废止财税新举措，还不得不贬黜卢杞等宠
臣，⑥ 代表的应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藩镇的意见。

德宗出台的新措施看似临时应急，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却是，这些措施其实都是
针对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包括商贾、富室在内的城市居民是主要征收对象，范围是朝廷能有
效控制的京畿地区。而两税法主要面向广大农村，征收的对象以农业人口为主，在城市居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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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官府对商人带有掠夺性的强征，有学者追溯到汉武帝的算缗告缗令；有人主张，借商不能列入 “税”，

属于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平定安史之乱后，“府库为之一空”，军费用度严重不足，于是遣御史往富庶
的江淮和蜀汉等地征商，“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 ‘率贷’。其后
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闲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
者，皆以分数税之”。（《通典》卷１１ 《杂税》，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０页）
“率贷”未见偿还，“贷”已演变为 “税”，从临时举措，演变为常规制度。总之，官府分商人之利，是
此后财税调整和改革的趋势。

窦乂为京城富商，得知太尉李晟有心购买宅旁小宅，于是抢先买下，择日主动献给李晟，伺机为巨商
子弟向李晟请托。李晟投桃报李，“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太平广记》卷２４３ 《窦乂》，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８７５—１８７９页）
《资治通鉴》卷２１６，玄宗天宝十载二月，第６９０５页。
《资治通鉴》卷２４７，唐武宗会昌三年 （８４３）夏四月：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

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第７９７９页）

邹凤炽和王元宝分别为高宗、玄宗时长安城内的大富商。邹凤炽曾借嫁女之机，“邀诸朝士往临礼席，

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太平广记》卷４９５ 《邹凤炽》，第４０６３页）；王元宝 “每至冬月大
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
之会”。（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１ 《扫雪迎宾》，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１４页）
《旧唐书》卷１３２ 《李抱玉传》载：“李抱玉，武徳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群从兄弟，或徙居京
华……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为偏裨，屡建勋绩，由是知名。”（第３６４５页）李抱真是李抱玉从弟。安
兴贵墓志见郭正一 《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
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２页）李氏家族应该属于唐后期城市社会崛起的新兴
群体，但其家族势力并没有延续很久。



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卢杞和赵赞是中央的代表，在与富室、豪族和藩镇争利的过程中败下阵来，

承担了引发天下怨讟之声和泾原兵变的罪责。① 此后唐代的财税举措，不再涉足房产。一直到后
唐，才在诏勅中提到后梁曾对 “比来无税”的 “城内店宅园囿”实行 “配征”，② 但以何名义、

如何征收语焉不详。五代政治氛围已为之一变，几朝君主都是新起武人，中央开征的税种不论
是专门针对城市居民的新税种，抑或是由乡村向城市推广的旧税种，包括房产税在内，朝廷、

京师内外都没有足以与中央抗衡的强大势力出面反对了。

四、余论：新举措中的新趋势

唐德宗朝的财税新举措因为既损害了包括商贾在内的普通城市居民的利益，也损害了权贵、豪
族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朝野异口同声的谴责。就其所推行的四种举措，主要可归纳为财产
税和流通税。加大财产税和流通税的比重，不仅是唐代，也是此后历代财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
势。应该看到，唐中后期财税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五代和北宋政府都沿袭自玄宗至德宗财税改革的
思路，即以两税法为契机，同时在乡村和城市进行改革。只是城市财税改革的复杂性更甚，很多新
辟税种，牵涉到的利益方更多，来自各方的公开阻力更大，因此过程也更长。

唐德宗朝的财税改革在应急、掠夺式的强征中，揭示了此后财税改革的趋向，但因没有渐
进性的过渡，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民众、商贾和官贵心理都没有准备等主客观因素，遭到激
烈抵制，夭折是必然的结局。人口和财富向大城市集中，向商业贸易发达的城市集中，政府财
税征收原则、方式和对象也随之调整和改革，是由唐到宋财税演变的大趋势。本文所论及的德
宗朝新举措体现的财税改革和调整的趋势，没有因夭折而销声匿迹，此后屡屡成为改革和调整
的突破口。加大包括房产在内的不动产征税的比重，针对城市居民设立相应的税种，以交易税
和流通税为主的间接税加大，这些财税征收制度变革的趋势，最终成为国家规范的制度。

〔作者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责任编辑：路育松）

·８８１·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①

②

卢建荣将财税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归结为价值观的冲突，颇有见地，可参见其系列文章：《唐后期 （公元
七五六至八九三年）户部侍郎人物的任官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５４本第２分，

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７—１８１页）、《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５４本第４分，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７—２２３页）、《唐代前期财政决断权的转
移及户尚选拔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５６本第２分，１９８５年，第３２９—３５７页）

等，对我们认识和探究唐后期财政官构成及其财税改革很有启发。但卢杞等财税改革的成败，文章则
均未论及。吴丽娱认为，唐开元以后，财政思想上守成之道让位于经营之道，新的财政体系逐渐形成，

理财系统体现的专业性也越来越强，是从另一角度的探讨。（参见氏著：《中唐后财政官制变革刍议》，
《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旧五代史》卷１４６ 《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９４６页。


